
第48卷 第1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1月
Vol.48 No.1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Jan.,2022

DOI:10.13718/j.cnki.xdsk.2022.01.009 经济与管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了
城市绿色创新吗

———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

罗 超 平1,2,朱 培 伟2,张 璨 璨2,陈 雯2

(西南大学1.智能金融与数字经济研究院;2.经济管理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优化产业布局、激发创新活力、减少能源消耗以及促进城市健康发展

的重要抓手。文章从理论层面系统解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并以2003—2019

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本地-邻地”效应的视角,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和异质性效应。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

水平的影响呈 U 型特征,这种非线性影响能够在特定范围内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其空间溢出边界为

600km,且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应随行业结构特性、地区发展差距、资源禀赋

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是约束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关键因素。鉴于此,各城市应因地制宜发展与本地资源禀赋相匹配的

生产性服务业,注重提升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加强城市间绿色创新资源的流动、整合与共享,以期实现城市

绿色创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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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新常态发展阶段下我国城市产业发展的重心在于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全过程和各领域,催
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但以往重量轻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滋生的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

有效根治,空气污染严重、自主创新不足、环境约束趋紧等现象仍然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的

高质量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幸福感。面对城市产业快速扩张所衍生的生态问题和社会矛盾,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绿色发

展。作为绿色和创新两大发展理念的有机结合,绿色创新战略对于城市实现质量型增长和提高

环境效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优化城市产业布局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近年来,以产业关联度高、人才凝聚力强、资本需求大为主要行业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我

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迸发出巨大威力,逐渐成为激发创新发展活力、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以及增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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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动能的可行途径。《中国制造2025》把“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功

能区”作为重点战略任务,以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指出①,要
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改造,全面塑造

发展新优势,以期扩大内需潜力、推动产业质量变革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作为建立

在二、三产业基础上的新兴产业,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态势稳健,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前沿的技术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的比重持续升高。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利器”,一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还可通过产业集聚产生的知识溢出效

应、产业关联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成为突破环境资源

瓶颈、实现产业链附加值攀升的关键技术路径,最终实现创新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那么,

在绿色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战略持续深化的现实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否能成为城市绿

色创新的新兴动力呢? 两者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理是怎样的呢? 以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是否具有异质性特征? 是否有其他因素约束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尝试对两者的逻辑关系进行详细刻

画,对该问题的研究或许能为我国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和有益启示。

现有文献往往从理论延伸、实现机制、实证分析等角度入手解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影

响研究,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绩效、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效率、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1-4],也有部分研

究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关联效应等维度实证探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创新的影响[5-6]。

上述研究充分揭示了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发展新动能在推动经济结构高质量变革的重要战略地

位,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借鉴。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

新的影响研究比较缺乏,并且以往研究普遍忽略了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技术创新效应可能

还会从本地向邻地扩散,对邻近地区产生一定影响,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1)基于绿

色创新的内涵与外延,引入环境污染的相关变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科学选择绿色创新的测度指

标,运用SBM-DEA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城市间绿色创新空间演化规律与

变化趋势。(2)有别于以往研究仅局限于产业集聚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创新性地从“本地-邻
地”效应视角出发,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以及详细解析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在行业特性、地区差异、资源禀赋的约束条件下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异质性效应。(3)为厘

清互联网发展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借助面板

门槛模型划分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情况,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非线性

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绿色创新是指以环境保护为目标所进行的囊括产品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等一系列流程的创

新活动,只有兼备创新的新颖性和价值性,实现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相容才是绿色创新[7]。基于

传统动能规律性衰退、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客观现实基础,城市作为承载经济要素活动的重

要空间载体,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创新氛围以及人才支撑,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技

术知识、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品的资源节约型产业[8],可通过空间集聚发展的形式实现规模经

济、知识溢出,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从而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正向影响[9],因此,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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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集聚区域内的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和专业化服务,有效降低企

业在研发创新、生产运营、交易管理等方面的成本,促使企业共担风险和收益、强化上下游关联,

产生规模经济效应,从而让企业有更大的经济空间来进行节能环保、高效清洁等方面的技术创

新[10]。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人才在同一地区的集聚推动了区域内的专业分工和协作,减少了

生产性服务业在中间投入品、能源消耗等方面的投入,并有助于实现创新要素在空间上的高效配

置,从而减少污染排放,为绿色创新能力带来正外部性。

其次,前沿知识和先进技术是提升生产效率和激发创新的动力源泉和新生动能,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体系内不同产业不同领域间的交叉碰撞为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带来了显著的知识、技术溢

出效应,促进新思想和新技术的诞生。多元化的产业促进了该地区高水平人才的跨行业融合互

补和企业间的技术互动,近距离的交流合作不仅缩短了显性知识在聚集区域的传播时间和成本,

还让默示隐性知识得到质的延伸和拓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促使企业在

节能减排、资源利用上达成一致共识,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在污染治理、绿色发展方面的新技术和新

方法,以技术改进和创新的方式提升集聚区域内整体技术含量和水准,推动城市绿色创新发展[11]。

最后,波特产业竞争力理论认为创新源泉来自竞争碰撞中产生出的知识技术溢出,市场竞争

才是产业技术变革和创新驱动的题中之义[12]。生产性服务行业内以及行业间企业的集聚效应

能够促进开放环境下的良性竞争,通过知识共享、刺激需求、产业结构柔性化等多维度获得经济

收益、提高创新效率,在提升产业链整体质量的同时催生规模化、集约化的产业体系,以便引领城

市绿色创新高质量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基于对新经济地理理论的理解,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

聚过程是由规模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拥塞效应和不良竞争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以至于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可能因集聚阶段不同而存在阶段性差异。因此,若生产

性服务业仅仅是地理上的“堆砌式发展”,对本地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则可能不够显著,甚至可能

具有抑制作用;若生产性服务业真正实现有效集聚,则对本地绿色创新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基于

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1:

H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本地绿色创新水平存在U型关系。

考虑到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要素优势等存在异质性的客观特征,且生产性服务业

涉及行业范围广泛、构成复杂,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自然会受到地区经济差异、行业特征、城
市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制约,进而产生不同的集聚效应。Krugman认为,城市间要素的溢出效应

不会因为地理或行政边界的限制而只对本地产生影响[13],城市间产业关联度的表现形式之一为

空间关联,这也意味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发展必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顾乃

华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的区域边界效应的可能性将大于制造业,且其区域边界更窄[14]。不

同城市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会因为地理位置邻近而建立更为稳定的信任与合作关系,促进劳

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地区流动,这种跨区域的要素流动逐渐模糊城市边界,产生空间溢出

效应,从而推动城市间的绿色技术改进和协同创新。此外,生产性服务业还可能通过“示范效

应”、产业关联等途径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因此,城市的地理区位以及与腹地、周边城

市的空间联系也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不可小觑的重要因素,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城市之间

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对邻地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

H2-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应受行业特性、地区差异、资源禀赋的

影响。

互联网作为一种传播迅速、开放共享、跨越时空的通信数字技术,其跨越式的发展可催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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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的新业态、新模式,并凭借自身强大的冲击力和包容性逐渐渗透到各个行业之中,为生产

投资、商业运营、进出口贸易、技术进步等多领域注入新动能[15]。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信息经济成

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和新兴力量,而以跨界服务、知识密集为显著特征的生产性服务

业对信息、技术具有迫切需求,因此,城市互联网的发展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存在密切

关联。在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低时,其覆盖规模和应用程度不足以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

的发挥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短期内无法为集聚区域内的企业提供信息便利和技术驱动;而
在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时,互联网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赋能作用逐渐显现,协助企业在低

碳技术研发、生产设备升级、节能减排改善等方面实现突破,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激发

集聚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为城市绿色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

说 H3:

H3:互联网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是约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影响的关键因素。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的理论基础,本文重点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效

应,为了捕捉两者间可能存在的U型关系,本文在模型中加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二次项

以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水平的非线性特征,借鉴Fischer等学者采用的空间计量方

法[16],设定的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GIit=ρWGIit+β1Aggit+β2(Aggit)2+γXit+θWAggit+φWXit+αi+ηi+εit

εit=λWεit+μit (1)

其中,GI表示城市绿色创新,Agg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X 为控制变量,包括政府干

预程度、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下标i、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αi、η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

项;μit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若λ=θ=φ=0,则为空间滞后模型;若ρ=θ=φ=0,则为

空间误差模型;若λ=0,则为空间杜宾模型。W 为空间权重矩阵,考虑到简单二元邻接矩阵不相

邻地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的理念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无法真实反映地理上相互接近但并非相

连的空间单元间的空间影响,因此本文采用城市之间直线距离的倒数作为权重。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绿色创新(GI)

本研究采用Tone提出的SBM-DEA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17],它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

中,能够有效解决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使得测量结果更为准确有效。本文借鉴王巧等的

做法,将环境因素纳入传统创新指标体系当中[18],构建包括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三个方

面的绿色创新指标体系,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和绿色创新的内涵来选取衡量绿色创新的指标,具
体如下:

(1)投入变量:以城市科学技术支出、科学研究人员数以及全社会用电量作为投入变量。由

于中国城市的R&D经济内部支出和R&D人员全时当量较难获得,故借鉴彭文斌等的做法[19],

分别选取科学技术支出和科学研究人员数作为替代变量,由于各市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等数据统

计不全,本文采取全社会用电量作为能源投入的替代变量。
(2)期望产出:以专利授权量表示。现有研究一致认为专利能相对客观地衡量城市创新水

平,因此本研究选择专利授权量作为绿色创新的期望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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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期望产出:主要选取各城市二氧化硫、工业废水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三个变量,通过

熵值法对各指标赋权重,最终合成环境污染指数来衡量。

2.解释变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Agg)
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选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

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

业,批发零售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代表。区位熵作为测度某一产业部门专业化程度的重要衡

量指标,可以有效消除地区间的差异,从而真实反映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本文借鉴大

部分学者的做法,选用区位熵来衡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具体计算公式为:

Aggit=
eij(t)/∑jeij(t)

∑ieij(t)/∑i∑jeij(t)

其中,Aggit表示t时期i城市j产业的区位熵指数,eij(t)为t时期i城市j 产业的从业人

数,∑jeij(t)表示t时期i城市所有产业的就业人数,∑ieij(t)为t时期全部城市j产业的从业人

数,∑i∑jeij(t)为t时期全部城市所有产业的从业人数。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政府干预程度(gov),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2)
人口密度(pop),本文借鉴赵领娣和张磊的做法[20],以年末常住人口与行政区域面积的比值来衡

量;(3)产业结构(is),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4)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pgdp),以人均GDP来衡量,并做对数处理;(5)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年

GDP的比重来衡量,其中,外商直接投资根据历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平均价进行折算。
(三)数据来源

由于2000年前后我国行政区划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基于数据可获得性和一致性原则,本研

究最终以2003-2019年中国260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期望产出指标中的专利授

权量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其他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EPS数据库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所有名义变量均通过所在省份的价格指数调整为以2003
年为基期;部分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GI 0.2930 0.2040 0.0050 1.0000 4420
Agg 0.8050 0.2740 0.1180 2.7740 4420
gov 0.1600 0.0830 0.0310 1.4850 4420
pop 0.0450 0.0330 0.0000 0.2760 4420
is 0.8900 0.4490 0.0270 5.3400 4420

lnpgdp 9.3290 0.5800 3.8720 11.9550 4420
fdi 0.0200 0.0220 0.0000 0.2050 4420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空间相关性检验

本文运用 MaxDEA软件计算得出2003-2019年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水平

(GI),由图1、图2可知,观察期间,全国绿色创新水平年均增长率为2.49%,总体处于稳步上升

的趋势,但在2006年出现了普遍下降的迹象,可能的原因是我国正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处
于政策转型调整期。2007年国家确定“两型社会”试点试验区,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并强调要加快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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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政策,扎实推进生态保护和建设,从而使

绿色创新水平得到稳定持续性的增长①。从城市规模和地区差异的角度来看,大城市的绿色创

新水平普遍高于中小城市,东部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的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85%和3.47%,而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年均增长率为2.11%、1.71%,绿
色创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仍然具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和发展

潜力。

图1 地区绿色创新水平变化趋势图 图2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变化趋势图

  考虑到传统模型估计因掩盖了空间溢出效应而存在一定偏差,本文拟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来

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的关系,检验过程中利用 Moran’sI指数来判断变

量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I=
∑n

i∑n
jWij(xi-􀭺x)(xj-􀭺x)
S2∑n

i∑n
jWij

其中,xi表示观测变量属性值,n为城市数,􀭺x、S2 分别表示观察变量的均值和方差,Wij表示

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到1之间,若指数大于0,城市间存在空间正相

关,表明绿色创新水平相似的城市集聚在一起;若指数小于0,城市间存在空间负相关,表明绿色

创新水平相异的城市集聚在一起;若指数等于0,表明城市间空间不相关。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Moran’sI指数在观测期内均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

性检验,2003-2019年,Moran’sI指数在0.011~0.138范围内小幅波动,表明中国各城市间绿

色创新水平并不是处于完全的随机状态,而是呈现出较稳定的空间联系,即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相

近的城市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证实了中国各城市间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相关性满足“地理学第一

定律”。因此在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时,有必要将空间因素考虑进来。
表2 2003-2019年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Moran’sI指数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年份 Moran’sI Z 值 P 值

2003 0.017 3.627 0.000 2012 0.137 24.745 0.000
2004 0.011 2.591 0.010 2013 0.138 24.830 0.000
2005 0.024 4.928 0.000 2014 0.123 22.267 0.000
2006 0.042 8.004 0.000 2015 0.089 16.295 0.000
2007 0.052 10.136 0.000 2016 0.073 13.470 0.000
2008 0.074 13.712 0.000 2017 0.071 13.111 0.000
2009 0.095 17.424 0.000 2018 0.081 14.929 0.000
2010 0.115 20.934 0.000 2019 0.067 12.418 0.000
2011 0.131 23.812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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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基准回归结果

基于前文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空间相关性的检验,接下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关系,本文借鉴Elhorst的做法[21],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一

系列相关检验。首先,LM检验显示LM(lag)和LM(error)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明空

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AR)均适用;为保证模型的可靠性,本文进一步通过LR检

验和 Wald检验来判断空间杜宾模型(SDM)是否更具一般意义,检验结果均拒绝了原假设,表明

SDM模型不可简化为SEM模型或者SAR模型;空间面板模型分为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

型,经 Hausman检验,本文选择固定效应的SDM模型。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选择时空

双重固定效应的SDM模型作为计量分析模型,为了对比分析各变量参数估计的稳健性,本文还

依次列出其他模型的估计结果,实证结果见表3。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GI
(1) (2) (3) (4) (5) (6)

OLS RE FE SEM SAR SDM
Agg -0.0917*** -0.2309*** -0.2922*** -0.1540*** -0.1135*** -0.1568***

(-2.5904) (-5.2129) (-6.1085) (-3.8840) (-2.9260) (-3.9277)

Agg2 0.0009 0.0986*** 0.1326*** 0.0824*** 0.0691*** 0.0872***

(0.0524) (4.7359) (5.9560) (4.5013) (3.8097) (4.7249)

gov -0.0571 0.1817*** 0.2881*** -0.0609 -0.0344 -0.0576
(-1.4691) (4.7473) (7.0237) (-1.3541) (-1.0238) (-1.2633)

pop 2.0574*** 2.5015*** 2.7910*** 2.0809*** 1.3061*** 1.9421***

(23.7535) (12.5268) (6.1218) (5.2831) (6.1633) (4.7168)

is 0.1340*** 0.1268*** 0.1178*** 0.0214*** 0.0500*** 0.0222***

(19.6552) (17.8086) (15.4463) (2.7423) (7.7455) (2.8929)

lnpgdp 0.0892*** 0.0450*** -0.0098 -0.0366*** 0.0015 -0.0261**

(16.0147) (5.0513) (-0.8190) (-3.0642) (0.1765) (-2.1172)

fdi -0.0555 -0.6398*** -0.7801*** -0.4106*** -0.4193*** -0.1991
(-0.4187) (-4.7161) (-5.5151) (-3.2594) (-3.6007) (-1.4721)

W×Agg -5.0940***

(-3.1380)

W×Agg2 3.1344***

(3.6833)

W×gov 1.4213
(1.6166)

W×pop -13.8034*

(-1.6788)

W×is -0.2238*

(-1.7534)

W×lnpgdp -0.4029*

(-1.6954)

W×fdi -6.8850***

(-2.9163)

ρ(λ) 1.9181*** 2.2637*** 1.7670***

(13.0172) (46.2784) (9.6788)

R2 0.2725 0.2286 0.1561 0.1198 0.1494 0.1317
LogL 1461.4842 ——— 2804.4446 3564.2076 2951.8145 3585.0981
N 4420 4420 4420 4420 4420 4420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由表3不同空间计量的估计结果可知,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项均为正数,并且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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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城市间的绿色创新活动并非相互孤立的,存在一定的

空间关联性,与前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 Moran’sI指数估计结果相一致。由于考虑到空间计

量回归的参数估计值难以准确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边际影响,故本文借鉴

LeSage和Pace的做法,采用偏微分方法来避免点估计过程存在的误差[22],即对地理距离矩阵下

的估计结果进行分解,使用直接效应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使用

间接效应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本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

-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结果如表4所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两者都

通过了1%的置信水平,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表现出U型曲线特征,即整

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效应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现象。本文给出的解释为,在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前期,还未形成一定规模,仅仅停留在“形聚神不聚”的层面,与制造业

的关联性不强,未形成与其他产业的良性互动,且不同产业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性效应的规模和

技术门槛存在差异[23],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不同效率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仅仅是地理上

的“堆积式”集聚反而可能增加生产要素、资源的竞争力度,从而引起生产成本上涨、能源消耗增

加以及行业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城市绿色创新的发展,无法实现相关产业间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

济。在“退二进三”“腾笼换鸟”等政策的影响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得到进一步发展,不同产业彼

此之间的联系与合作逐渐得以强化,通过知识共享、产业关联度提升、降低成本等多维度提高创

新效率,推动企业进行新型绿色技术研发,从而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也就逐渐明显,

假说 H1得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计算得到U型曲线拐点值为0.8879,发现目前我国仅有20.

38%的城市已跨越到拐点值右侧,表现为促进作用。
表4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GI
直接效应

系数 t值

间接效应

系数 t值

总效应

系数 t值

Agg -0.1790*** (-4.2675) -6.1078*** (-2.8648) -6.2868*** (-2.9362)

Agg2 0.1008*** (5.0788) 3.7538*** (3.1215) 3.8546*** (3.1891)

gov -0.0472 (-1.0852) 1.5058 (1.4801) 1.4586 (1.4316)

pop 1.8952*** (4.8035) -11.8551 (-1.2449) -9.9599 (-1.0528)

is 0.0215*** (2.8726) -0.2011 (-1.2176) -0.1796 (-1.0816)

lnpgdp -0.0273** (-2.2148) -0.5166* (-1.8247) -0.5439* (-1.9157)

fdi -0.2322* (-1.6937) -8.1263*** (-2.5790) -8.3585*** (-2.6750)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关系与本地相一致,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邻地

绿色创新效应也表现出U型曲线特征,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表

现为“先抑后扬”特征。原因在于,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起步阶段,其整体规模和辐射范围

存在一定局限,受到城市间距离、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发展的溢出红利无法得到有效释放;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间的区际市场分割现象

逐渐弱化,本地和邻地的生产性服务业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交流得到增强,通过城市间的产业关

联形成协同效应,从而对邻地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说 H2-1得证。

在控制变量方面,考虑空间效应的条件下,政府干预程度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

表明政府干预未能对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产生明显作用。人口密度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

间接效应不显著,说明人口密度大的城市越容易形成丰富的劳动力池,并为本地企业不断输送高

素质的创新人才,能够提升本地绿色创新水平,但对邻地未产生显著影响。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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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系数显著为正,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有效激发本地的绿色创新活力,

而未能对邻地产生显著影响。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中国

当前整体的城市化水平依然偏低,短期内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足以为提升本地和邻地绿色创

新水平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外商直接

投资不利于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原因可能在于,政府为追求地区经济增长效益的快

速提升,未对外资进行严格的把关、筛选,导致大量低质量外资流入,使得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难

以发挥。
(三)空间溢出边界分析

全域空间权重矩阵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应均呈现出

U型特征,考虑到地区经济的集聚特征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趋近性,本文借鉴沈坤荣和

董直庆的空间权重设计方法[24-25],分别以300km、400km、500km、600km、700km、800km为

地理距离阈值分别设定局域空间权重矩阵进行SDM回归①,对比分析偏微分后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的系数,以此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是否会随着地理距离的

变化而改变。

如表5所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在不同城市经济圈中均表现出一致性,

即先抑后扬的U型趋势。进一步通过估计结果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邻地绿色创新效

应在不同城市经济圈中存在差异性,即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的 U型特征更多在特定范围内成立。

在600km距离范围的城市经济圈以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均具有统计显

著性,表现出U型关系,当城市经济圈距离超过600km以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邻地绿色创新

效应随着城市间地理距离渐远而发生减弱,U型关系不再成立,表明邻地效应存在一定的空间溢

出边界。
表5 不同城市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

W300 W400 W500 W600 W700 W800

GI GI GI GI GI GI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Agg -0.1929*** -0.1535*** -0.1487*** -0.1543*** -0.1578*** -0.1639***

(-3.4902) (-3.7831) (-3.6359) (-3.7955) (-3.8770) (-4.0249)

Agg2 0.1073*** 0.0850*** 0.0848*** 0.0849*** 0.0858*** 0.0882***

(3.7147) (4.5011) (4.4430) (4.4838) (4.5238) (4.650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Agg -0.3538* -0.5551*** -1.0942** -0.7559** -0.5071 -0.5240

(-1.7380) (-2.6024) (-2.3831) (-2.3277) (-1.2744) (-1.1375)

Agg2 0.3062*** 0.2756*** 0.6808*** 0.4230*** 0.3494* 0.4236*

(2.7485) (2.6277) (2.8049) (2.6711) (1.7849) (1.85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pa-rho 0.2436*** 0.4380*** 2.7012*** 0.4803*** 0.5158*** 0.5232***

(8.6848) (14.8414) (11.1467) (12.4576) (11.9922) (11.0269)

sigma2 0.0115*** 0.0111*** 0.0113*** 0.0113*** 0.0113*** 0.0114***

(46.8922) (46.7509) (46.8218) (46.8252) (46.8282) (46.8518)

N 4420 4420 4420 4420 4420 4420

  (四)异质性分析

1.按行业层次分组

不同行业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可能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借鉴于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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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避免“孤岛效应”,保证每个城市都至少存在一个地理邻近的城市,故本文选择300km为起始距离阈值。



的做法[3],以行业的研发强度、人均产值等行业特征为标准,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低端生产

性服务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两类,其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

件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和地质勘查业”,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由表6可以发现,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表现出 U型特征,而高端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用效果微弱,低端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与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U型关系均成立。究其原因,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知识

和技术密集度高、高附加值、高就业率的行业特性,更容易为本地吸引先进技术和高素质人才,集

聚发展有助于推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行技术变革和研发创新,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从

而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各地区政府存在经济锦标赛式竞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往往受到

地区保护的程度较高 [26],导致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溢出范围受到一定的削弱作用,对邻地

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此外,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系数绝对值高于低端生产性服务

业,并且通过本地高端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计算得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拐点

绝对值为0.294,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拐点绝对值为0.759,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快实现

由负转正的影响效果,这也符合产业的现实发展现状和行业特性,也从行业细分的角度阐述了高

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的“主力军”。因此,这就需要各城市在发展过

程中更加注重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产业结构特点,避免生产性服务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粗放

式扩张,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环境压力。
表6 行业异质性检验结果

GI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Agg -0.2443*** -2.3226 -0.1188*** -3.9051**

(-3.2197) (-0.7038) (-3.0153) (-2.1431)

Agg2 0.4156*** 2.1064 0.0783*** 3.5578***

(4.7727) (0.4731) (3.3408) (2.6724)

gov -0.0497 2.0639* -0.0670 1.1805
(-1.1425) (1.7396) (-1.5378) (1.0100)

pop 1.6772*** -9.9989 2.0097*** -6.7881
(4.2479) (-0.9292) (5.0959) (-0.6958)

is 0.0179** -0.1868 0.0259*** -0.1028
(2.3620) (-0.9410) (3.4584) (-0.5971)

lnpgdp -0.0282** -0.2231 -0.0286** -0.4283
(-2.3017) (-0.8349) (-2.3295) (-1.5088)

fdi -0.2380* -11.6313*** -0.2613* -8.0951**

(-1.7428) (-2.9323) (-1.8960) (-2.4448)

  2.按地区分组

由于各地区经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也可

能存在区域性差异,本文为了检验不同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地区

异质性,将260个城市细分为东、中西地区两个样本组(各样本组分别有96、164个城市样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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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参照国家统计局2017年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中西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土族自治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

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利用SDM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由估计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利于提升本地绿色创新水平,其影响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

著为正,对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于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应均呈现出 U型特征,并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集聚发

展达到一定规模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才逐渐显现。与制造业集聚不同,生产性服务

业倾向于在经济发达程度高、区位条件好的地区集聚 [27],东部地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

地,整体产业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其高度发达的制造业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良好的产业基础,为

东部城市实现绿色创新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先天条件,因此,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知识溢出效

应更加明显,并且长期处于集聚效应递增阶段,这一结论与陈建军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保持

一致[28]。
表7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GI
东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西部地区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Agg 0.1222*** -0.5256 -0.3118*** -1.4658*

(4.5879) (-0.3385) (-5.9149) (-1.8993)

Agg2 -0.3862 0.1355*** 0.9549**

(-0.4145) (5.6912) (2.4397)

gov -0.1470** -0.5632 0.1045* -0.5188
(-2.1363) (-0.3860) (1.7579) (-1.1392)

pop 1.9272*** -9.1456 -0.9133 -3.7044
(4.4908) (-1.3746) (-1.0169) (-0.4012)

is 0.0395** 0.0034 0.0083 -0.2469***

(2.4825) (0.0146) (0.9454) (-2.8538)

lnpgdp 0.0256 -0.4332 -0.0319** 0.1600
(1.2219) (-1.5690) (-2.0837) (1.2890)

fdi 0.1597 -5.2883* -0.1531 5.0945**

(0.8987) (-1.8601) (-0.7021) (2.3544)

  3.按城市分组

《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指出,资源型城市作为重要的能源资源

保障基地,对于我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现实意义,鉴

于此,本文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名单将研究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城市(106个)和非资源城市(154
个)两组进行回归,以考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在不同样本组的差异

化效果。

具体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的 U型关系在资源型城

市和非资源型城市均成立,且非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系数比资源型城市大,U型拐点值也小于资源

型城市,表明非资源型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应更为突出,且能够

更快转化为促进效应。对此,本文的解释为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对本地资源禀赋

有着固有的路径依赖,从而导致产业转型缓慢、资源型产业占比过高、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一系

列问题,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也对本地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环境和要素基础

产生一定限制,进而削弱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绿色创新效应的力度。而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不显著,主要原因可能是,根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名

单的随机分组回归,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假说 H2-2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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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城市异质性检验结果

GI
非资源型城市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资源型城市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Agg -0.1925*** -2.6017* -0.1454** 0.0324
(-3.3260) (-1.6596) (-2.4084) (0.0489)

Agg2 0.1083*** 1.1703 0.0729*** 0.1718
(3.8648) (1.3835) (2.6982) (0.5563)

gov -0.1233** -0.0655 -0.0079 0.0422
(-2.1708) (-0.0559) (-0.1165) (0.0764)

pop 1.9664*** -6.3717 -0.0948 45.8120***

(4.5517) (-0.9614) (-0.0740) (3.0434)

is 0.0306*** -0.0739 0.0038 -0.2817***

(2.9906) (-0.4032) (0.3284) (-3.0357)

lnpgdp -0.0221 -0.3543 -0.0412** -0.3015**

(-1.0982) (-1.2854) (-2.5638) (-2.1751)

fdi -0.0266 -4.0196 -1.3514*** -3.6179
(-0.1624) (-1.6359) (-5.2169) (-1.4633)

  (五)稳健性检验

以上实证分析均是基于地理距离矩阵的估计结果展开讨论,那么上述研究结论是否会在更

换空间权重矩阵的情况下产生变化? 若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估计样本,实证结果是否具有稳健

性?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顾虑,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通过对比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估计结果检验上述空间计量

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张学良的研究[29],使用各城市人均GDP构建经济距离矩阵,并在经济

距离矩阵和地理距离矩阵的基础上构建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进行空间计量估计,表9相关

结果表明,虽然个别控制变量的影响系数不一致,但核心解释变量参数估计与上文高度一致,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均具有 U型特征,其他控制变量参数估计也

基本保持一致。第二,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估计样本。首先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来检验基准分析

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徐佳和崔静波的指标衡量方法[30],采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来表征城市绿色创

新水平,数据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绿色专利清单中的绿色专利IPC分类号①,通过中

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的专利信息检索页面手工匹配整理而得,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U型特征。考虑到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

级城市②通常是所属区域的中心城市,行政等级较高,在政治资源、人才吸引力等方面均优于行

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因此,本文借鉴李斌和李冉的做法[31],剔除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以排除这些

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实证结果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根据联合

国和中国的最新城市规模定义标准,以城市年末市区总人口为依据将城市规模分为5类③,考虑

到观测值的数量,本文借鉴郭晓丹等的做法[32],将城市分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两类进行分样本

回归,其中大城市指的是大型城市及规模以上的城市,中小城市指的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估计

结果发现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研究结论与基本回归结果完全一致。第三,内生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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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情可前往世界知识产权网站https://www.wipo.int/portal/en/index.html查询。

副省级城市包括:沈阳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济南市、大连市、青岛市、杭州市、宁波市、成都市、武汉市、厦门市、南京市、西

安市、广州市、深圳市。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本文将260个地级市划分为超大城市(超过1000万)、特大城市

(500万-1000万)、大城市(100万-500万)、中等城市(50-100万)、小城市(低于50万)。



本文借鉴郭家堂和骆品亮的处理方法[33],选取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即选择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的滞后一期作为当期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然具有稳健性。
表9 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直接与间接效应

GI
经济距离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经济与地理距离嵌套矩阵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Agg -0.1475*** -0.3019** -0.1699*** -3.1039***

(-3.5402) (-2.1231) (-4.0379) (-2.6310)

Agg2 0.0817*** 0.1195** 0.0922*** 1.5248***

(4.2834) (2.0058) (4.7518) (2.656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表10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GI
替换被解释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剔除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大城市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中小城市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2sls

Agg -0.4716*** -9.7465** -0.1579*** -10.0444*** -0.1337** -0.1161* -0.1850*** -0.1038* -0.2238***

(-7.3357) (-2.1964) (-3.0813) (-3.0573) (-2.2689) (-1.7612) (-3.0683) (-1.7633) (-3.0266)

Agg2 0.6966*** 14.3657** 0.1039*** 6.9732*** 0.0795*** 0.0692** 0.0911*** 0.0512* 0.0613*

(10.2570) (2.4067) (3.9227) (3.2599) (2.9393) (2.0146) (3.3019) (1.7917) (1.72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五、进一步讨论

根据前文分析,本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不同互联网发展水平区间内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非线性影响,将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以单一门槛为例,构建如

下面板门槛模型:

GIit=α0+α1Aggit×I(internet≤q)+α2Aggit×I(internet≧q)+γXit+αi+ηi+εit

I(*)表示一个指示函数,在括号内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取值为1,反之,在括号内条件不满足

的情形下取值为0;q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internet为门槛变量,使用互联网普及率来作为城市

互联网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互联网普及率等于宽带接入户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控制变量同

前文一致;由于多重门槛的检验原理与单一门槛基本相似,故此处不再进行赘述。结果如表11
所示,F检验值分别在1%的水平、5%的水平下拒绝 “0个门限”和 “1个门限”的原假设,说明模

型存在两个门槛值,第一个门槛值为0.0798,第二个门槛值为0.2521。

由表12估计结果可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系数存在三个区间的

变化:当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在门槛值0.0798以下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的作用显著为负;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在门槛值0.0798和0.2521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为正,但不显著;当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在门槛值0.2521以上时,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系数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0726,这说明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趋势,与前文结论一致。

对此,本文的解释为,在城市互联网的发展前期,其网络效应和辐射范围受到一定限制,企业

在生产研发、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程度较低,导致部门、企业、产业之间未进行充分有

效的交流沟通,简单的空间集聚反而可能加剧竞争力度,因此未有效享有互联网带来的数字红

利。随着城市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数字红利得以充分迸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打破了知识

扩散的空间距离约束,通过开放平台和共享网络加紧部门内部、上下游企业之间的联系,有效提

高信息传播速度、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潜能,让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渠道进行绿色技术研

发创新,从而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变为促进作用,由此可见,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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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影响的关键因素,假说 H3得证。
表11 门槛效应检验

变量 门槛数 F值 P值 BS次数 结论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GI
单一门槛 165.12 0.000 500 拒绝原假设 0.0798 [0.0784,0.0803]
双重门槛 81.47 0.016 500 拒绝原假设 0.2521 [0.2468,0.2544]
三重门槛 21.52 0.992 500 接受原假设 ——— ———

表12 面板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t值

Agg(internet<0.0798) -0.0828*** (-5.3730)

Agg(0.0798<internet<0.2521) 0.0024 (0.1539)

Agg(internet>0.2521) 0.0726*** (4.4587)

gov 0.0538 (1.2204)

pop 2.7283*** (6.1365)

is 0.0839*** (10.6215)

lnpgdp -0.0677*** (-5.3705)

fdi -0.5186*** (-3.6866)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选取2003—2019年中国26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

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科学构建绿色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本地-邻地”

效应为切入点,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深入探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和异

质性效应。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表现出先抑后

扬的U型特征,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本地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阈值,当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发展跨过临界值时,才会显著促进本地绿色创新水平,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邻地绿色创新

水平的U型特征仅在一定范围内成立,空间溢出边界为600km。异质性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行业异质性视角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

本地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能够更快地转为促进效应,但对邻近地区未产生显著影响,低端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与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 U型关系均成立;从地区异质性维度来看,东部地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助于提升本地绿色创新水平,邻地绿色创新效应不显著,中西部地区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与本地和邻地绿色创新水平的 U型关系均成立;从城市异质性看,与资源型城市相

比,非资源型城市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更为突出,而两者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不显著。本文进一

步通过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

平的非线性影响,发现城市互联网发展水平是约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影响

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各城市应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经济情况,系统性规划产业发展方式和未来方向,因地制

宜发展与城市规模、资源禀赋相匹配的生产性服务业。本文在全国层面上的实证研究表明,大部

分城市尚未跨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拐点值,更多表现出绿色创新抑制效应,且生产性服务

业的行业特性、所在城市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因素中发挥重要作

用。各地政府应立足于城市功能、发展定位以及产业结构,科学制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政策,通

过税收优惠、财政支持、人才引进、融资保障等政策,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整

体跃升。各地应依据自身优势合理调整产业布局,防止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盲目扩张和同质化

恶性竞争,积极发展与当地制造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从而充分发挥出产业联动

011



效应。

第二,强化城市间的跨区域合作互动,建立区域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机制。各地政府

应以城市间的协同创新为产业发展着力点,与邻近地区构建形成功能互补、良性互动的联动格

局,保障生产要素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促进本

城绿色创新提升的同时也能对邻近地区产生正向影响。同时还应当注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相

关配套基础设施,重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建立高标准的产业互动平台,

完善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环境,通过鼓励创新人才、清洁产品、研发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来扩大知

识溢出的空间半径,从而共同推动区域内的绿色技术升级。

第三,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推动信息资源互通和数据平台共享,打破信

息孤岛。互联网作为一种通用信息技术,其共享互动的本质特征有效引导生产要素在城市间、产

业间自由流动,有助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增强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消除长期以来的省域市场分

割和行政体制障碍。因此,各城市应注重加强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水平数字经济产业

链,借助“互联网+”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扩散、消除产业间的空间距离隔阂,加强城市间绿色创

新资源的流动、整合与共享,以期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新活力,实现城市

协同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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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ProducerServicesAgglomerationPromoteUrbanGreenInnovation?
FroomthePerspectiveof“Local-Neighborhood”Effect

LUOChaoping1,2,ZHUPeiwei2,ZHANGCancan2,CHENWen2
(1.InstituteofIntelligentFinanceandPlatformEconomic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gglomerationofproducerservicesplaysanimportantroleinoptimizingindustriallayout,stimulatinginnova-
tion,reducingenergyconsumptionandpromotingthehealthydevelopmentofcities.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
themechanismofproducerservicesagglomerationonurbangreeninnovationfromthetheoreticallevel,andtakesthe
paneldataof260prefecture-levelcitiesinChinafrom2003to2019asresearchsamples.Fromtheperspectiveof“local-
neighborhood”effect,thespatialeconometricmodelisusedtoempiricallytesttherelationshipandheterogeneityeffect
betweenproducerservicesagglomerationandurbangreeninnovation.Theresultsshowthattheimpactofproducer
servicesagglomerationontheleveloflocalgreeninnovationisU-shaped,andthisnonlinearimpactcanproducespatial
spillovereffectswithinaspecificrange.Thespatialspilloverboundaryis600km,andtheeffectofproducerservicesag-
glomerationonurbangreeninnovationlevelisheterogeneouswithindustrystructure,regionaldevelopmentgapandre-
sourceendowmentdifference.Inaddition,panelthresholdregressionresultsshowthatthelevelofInternetdevelopment
hasasignificantthresholdfeature,whichisthekeyfactorrestrictingtheimpactofproducerservicesagglomerationon
thelevelofurbangreeninnovation.Inviewofthis,citiesshoulddevelopproducerservicesinaccordancewithlocalcon-
ditionsandlocalresourceendowment,payattentiontoimprovingurban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strengthentheflow,
integrationandsharingofgreeninnovationresourcesbetweencities,soastorealiz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ur-
bangreeninnovation.
Keywords:agglomerationofproducerservices;urbangreeninnovation;“local-neighborhood”effect;threshold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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